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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发展历程回顾及价值思考*

杨效泉

（温州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模式”蓬勃发展，迅速成为我国发达的区域经济实践和先进的民营经济发展

模式代名词。改革开放至今，在历经探索期、爆发期、瓶颈期和恢复期四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后，“温州模式”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正焕发着全新的生命力。“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我国民营

经济的生动样本，是广大温州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对1978年至2018年期间“温州模式”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回顾，思

考和总结“温州模式”的发展经验，对于推动温州经济社会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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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Review and Value Thinking of Wenzhou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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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enzhou Model developed vigorously and quickly and became the pronoun of China's devel-

oped regional economic practice and advanced priv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four dif-

ferent stag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namely, exploratory period, explosive period, bottleneck period and recovery period,“Wen-

zhou Model”is glowing with new vital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nzhou Model is a great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vivid sample of China's private economy, and a crystalliza-

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working people in Wenzhou.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enzhou Model

from 1978 to 2018 and reflect and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Wenzhou Model for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reform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enzhou's econom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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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作为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和

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

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

期，成千上万的温州农民从农村走向市场，以家庭

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形式来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

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开创众多的

“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全国第一个

专业市场、全国第一部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性规

章、全国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党委等等。在改革开

放道路上，温州广大的劳动人民凭借敢为人先、勇

于创新的“温州精神”，创造了充满活力、享誉全

国的“温州模式”，走出了一条极具区域特色的改

革发展之路。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的代名词，“温

州模式”近年来遭到不少非议。诚然，在改革开放

四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温州曾几度浮沉，但“温州

模式”的生命力经久不衰，依旧强大，在当前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温州

模式”也将进入一个全新变革的新时期。

一、“温州模式”的历程回顾

温州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开创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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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温州模式”。所谓“温州模式”，是指改革

开放初期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

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

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

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

网络[1]。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模式”与

广东湛江的“吴川模式”齐名，“北有温州，南有

吴川”的美誉在当时便名震全国，引起社会和公众

的广泛关注。

此前关于“温州模式”发展历程的归纳主要是

以发生时间为参考系，一般以10年为一个单位。这

种划分方式简单明了，但是难以体现“温州模式”

的发展状况。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本研究将“温州

模式”视作一个兼具经济、社会、文化属性的“生

命体”，根据其成长和发展的起伏状态和发展脉

络，首创性地将其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四个不同

阶段的经济社会纵向、横向对比情况如表1，图1。
（一）“温州模式”发展探索期（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前，温州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三少

一差”：人均耕地少、国家补助少、可用资源少和交

通条件差。1978年的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3.2亿

元，排在杭州、宁波、嘉兴之后，位列浙江省第4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开启了温

州的改革开放之路，农民们放下了锄头镰刀，拿起

了算盘秤砣，一时间温州全民“千辛万苦来创业、

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

场” [2]。1982 年，温州掀起了第一次创业“小高

潮”——温州地区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

当时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30万经销员从温州奔向

全国各地推销“温州货”；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柳

市低压电器市场等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相

继成立……温州农民就这样凭借他们智慧与勇敢迅

速脱离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迈上了市场经济的

康庄大道，从而形成了一个罕见的自下而上发展的

区域经济体制，构筑出一个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

“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截至 1985年，温

州约有 60%的农民离开了耕地，转向办家庭工业、

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全市农村工业产

表1 “温州模式”纵向对比情况即温州市城镇-农村居民经济、人口对比情况

时间/年
1978
1991
2003
2012
2018

全市生产
总值/亿元

13.2
92.9

1 212.5
3 650.1
6 006.2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比情况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2 354
16 035
34 820
56 09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3

1 044
5 548
14 719
27 478

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口对比情况

城镇人口/万人

55.98
99.66

142.95
169.5
925

农村人口/万人

505.28
572.89
599.33
630.7
647.5

城镇化率/%
9.97
14.82
19.26
21.18

70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局

图1 “温州模式”横向对比情况即温、甬、杭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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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8.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其中家庭和

联户工业13.3万个，产值11.4亿元，占工业产值的

61.5%[3]。

“温州模式”在获得初期的“小腾飞”后，也

暴露出了“家庭作坊式经济”的巨大弊端——部分

急功近利的温州人开始大量制造伪劣产品，一时间

“温州货”成了假货的代名词。1990年 5月，国务

院办公厅甚至罕见地单独为一个县城发文——《关

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调查情况及

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家相关部门派出数百人来到

温州乐清柳市，进行了将近半年的打假治劣整治，

1 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被关闭，1 544个家庭工业

户歇业[4]。欺骗市场的结果是失去市场，1991年温

州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92.9 亿元，年增长率回落到

10.31%，占全省比重甚至从 1978 年的 10.67%下降

到 8.53%，远远落后于同期的杭州（年增长率和占

全省比重分别为 14.33%、20.92%）和宁波（年增

长率和占全省比重分别为 12.73%、15.60%），排名

甚至被台州和绍兴反超，仅位列全省第 5名，温州

的改革发展在这几年经历了沉重的“阵痛期”。

（二）“温州模式”发展爆发期（1991—2003年）

在温州迎来改革发展“爆发期”之前，有关于

“温州模式”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既

给温州改革发展带来了困扰，也带来了机遇——

1991年前后，中央曾派人三下温州，对此问题进行

调查，所幸最终认定“温州模式”姓“社”不姓

“资”，温州民营经济也因此卸下了一道无形的“枷

锁”，可以彻底放手改革。

在经历长达十年的“放任式”管理后，温州市

委、市政府也终于意识到必须通过加强市场调控、

规范市场行为等手段来引导“温州模式”健康发

展，于是在 1994年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大会”，启

动“二次创业”，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由政府制订

的质量立市法规——《温州质量立市实施办法》，

不惜付出上亿元损失的代价，重金、重拳治理区域

性、行业性的产品质量问题，可以说这是一场触及

温州商人灵魂的改革，从此温州迎来“温州模式”

发展的第二春。

在上一阶段的80年代中后期，温州小城镇建设

的迅猛发展也给这一时期“温州模式”的发展创造

有利条件——在旺盛的初始市场化和初始工业化的

强劲推动下，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后，温州的

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猛增到1991年的121个，人

口达到26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8.7%[5]。通过

城镇化建设，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得以互补，涌现

出诸如“中国农民第一城”苍南龙港镇、“中国最大

的低压电器城”乐清柳市镇、“中国纽扣之都”永嘉

桥头镇、“中国品牌第一镇”永嘉瓯北镇等经济强

镇、名镇，温州农村工业化蓬勃发展。“温州模式”

的实质是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具有机制灵活、

产权明晰、风险自担等特点，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

的亲和力，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温州模式”闪耀着

市场经济的繁荣活跃和勃勃生机。在经历市场规范

和质量整改的基础上，温州的专业市场进一步转型

升级，在产业结构上以产业集群为核心，表现为精

细的社会化分工和协作，根据乡村实际情况，形成

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专业化生产特色，逐

渐形成以低压电器、服装、鞋、打火机和眼镜五大

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

“温州制造”至此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温

州品牌”更是层出不穷，温州地区大多数大型民营

企业如均瑶集团（1991年）、人本集团（1991年）、

德力西集团（1991年）、青山控股（1992年）、红蜻

蜓集团（1995 年）、美特斯·邦威集团（1995 年）、

森马集团（1996年）、报喜鸟集团（1996年）、蜘蛛

王鞋业（1996年）、人民电器（1996年）、奥康集团

（1997年）、法派集团（1997年）、天正集团（1997
年）、大自然钢业（2002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立

或重组的，温州也因此一跃成为我国民营经济最为

活跃的城市。这一时期是“温州模式”发展的爆发

期，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69.2亿元一路高

歌猛进增长到2003年的1212.5亿元，名义年增长率

达到惊人的23.87%（超过同期的杭州20.33%和宁波

21.44%），其中1993年达到峰值54.55%；占全省比

重也从1991年的8.53%上升到2003年的12.49%，排

名上升到全省第 3 名。这一时期温州人的生活殷

实、富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甚至比上海还

要高出1 000多元，汽车、电脑、钢琴等高档消费品

的拥有量也远高于杭州和宁波[6]，民营经济高度发达

的“温州模式”风头一时无两，声震寰宇。

（三）“温州模式”发展瓶颈期（2003—2012年）

进入新世纪的温州，公司制企业已突破一万

家，并拥有了“中国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

国眼镜之都”、“中国电器城”[7]等十余张国家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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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然而“温州模式”在历经初期的摸索、前期小

高潮和低谷以及中期的大爆发后，至此进入“慢车

道”——经济总量稳定在省内第三，与“标兵”杭

州、宁波的差距开始增大，与“追兵”绍兴、台州

的距离开始缩小，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到2003年下

半年甚至落至全省倒数第一。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温州模式”靠

千家万户的农民家庭作坊发迹壮大，也因此疲态尽

显——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早已不再是一个物资匮乏的落后国家，社

会和民众对于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价格不再是市

场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温州遍地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和中低端产品来说无疑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比如温州的打火机行业，在1992年鼎盛之际超过了

3 000 多家公司，而到了 2008 年仅剩下 100 多家，

“温州模式”粗放发展的局限性在进入千禧年后开

始慢慢显现出来。然而这一次，站在历史性转折口

的“温州模式”并没能再次抓住机遇，在大多数民

营企业不具备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开始出现连年亏

损，纷纷倒闭。政府的“无为而治”导致温州的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杭州、宁波等兄弟城

市，再加上土地资源匮乏、交通条件不佳等资源禀

赋的先天弱势，不仅没能筑巢引凤，许多优质企业

如飞科电器、奔腾电器、水星家纺、美特斯·邦威

甚至迁离温州，让这一时期本就举步维艰的“温州

模式”雪上加霜。

是幸运也是不幸，当干实业已经没有多少利润

空间时，具有经济头脑而又擅耍“小聪明”的温州

人又摸索到了另一通“门道”——投机生意。前期

的“温州模式”已经让温州民间积累了雄厚的财

富，投机生意正好可以发挥这部分闲置财富的用

途，以最负盛名的“温州炒房团”为例，仅在

2005 年前后，就有超过2 000 亿元的温州民间资金

投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其中北京、上海两大城市

便集中了1 000 亿元。“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房

价狂飙，一时间“温州炒房团”广为人知，备受关

注与非议。这种带有投机性质的“炒作”再次让温

州人赚得盆丰钵满，于是不少人纷纷将主业搁置一

边，炒房、炒股、炒煤、炒矿的行当开始盛行，并

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干”不

如“炒”似乎已经成了人们新的共识，以实业发家

的“温州模式”开始慢慢变形、变味。

然而投机终究不是长久买卖，在经历“癫狂

式”的短暂巅峰后，“温州炒团”相继开始覆灭——

2009年3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煤矿企

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 [8]，一纸公文

让在晋温商 500多亿元的煤矿投资一夜蒸发；2010
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以及央行

的连续加息使得温州房价大幅下跌，如香缇半岛、

中梁府等楼盘从每平方米6～7万元直接跌到3万元

左右……据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超过了

3 000亿元，利息大多在15%以上，地区不良贷款率

达到了惊人的5%。实体经济的衰败让温州民间资金

链异常脆弱，一旦断裂便会产生不良的连锁反应，

由于炒房、炒煤失败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温州不

少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仅2011年9月22日一天就

出现9位企业老板负债出走[9]，那首著名的调侃歌曲

《江南皮革厂》正是对这一时期温州经济社会状况的

生动描述和有力嘲讽，民间借贷危机成为压死温州

“炒团”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温州“炒团”吸走了温州民间、银行、企业几

乎所有的流动资本，许多温州企业错过了实体经济

转型的最佳时机，如今“投机炒作”受阻，温州人

才终于明白实业经济才是资本源源不断的来源，可

是温州的实业发展已经停滞多年，“温州模式”正

经历着一段难捱的瓶颈期。

图2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成因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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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州模式”发展恢复期（2012年至今）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温州经济开始慢

慢走出“炒房炒煤团”和“民间借贷危机”的阴

影，然而作为典型的传统制造业城市，温州的民营

经济增长依旧乏力。在国家政策支持和“互联

网+”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专业分工和资源

配置进一步优化，富有敏锐商业嗅觉的温州人和以

草根经济为基础的“温州模式”再次迎来了绝佳的

恢复时机——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

《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决

定在温州市设立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以引导、规范温州民间融资发展。这是国家给

予温州的一大支持政策，开启温州率全国之先的金

融综合改革之路。

2013年以来，温州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倡议，先后设立 3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

1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合作区面积超过10平方

公里，入驻中国企业 228家，年产值达 22亿美元，

带动出口 8.8亿美元，成为拥有最多国家级境外园

区的地级市。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38万温州人分

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10]，素有“东方

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在“一带一路”上继续创造

着新的“温州模式”。

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这无疑与“白手

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

的创造精神”的“温州精神”一拍即合。为了充分

激活“温州模式”，温州市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关

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实施意见》、《关于发展

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政

策全力支持，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让温州民众

的创业热情高涨，一时间创业学院、创业园区、众

创空间层出不穷，大有改革开放初期之势。根据温

州市统计局发布的《2018 年温州经济运行情况分

析》来看，2018年年末温州共有各类在册市场主体

96.9万户，可以说在温州大概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

1人是老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瓯越大地蔚

然成风，成为“温州模式”全新的发展态势。

二、“温州模式”的价值思考

遵循“温州模式”的形成历史、发展规律和内

在逻辑，“温州模式”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

重要代表作和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它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价值：“温州模式”是我国民营经济

的生动样本

“温州模式”首先是个经济名词，它的首要价

值就是经济价值。“温州模式”的本质是民营经

济，而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 40 年

来，全国各地人民因地制宜，大胆进行市场改革尝

试，走出多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道

路，尤以“温州模式”、“吴川模式”、“苏南模

式”、“晋江模式”四大模式最为著名（见表2）。而

与其他三大模式相比，“温州模式”虽然一直饱受

争议，也曾历经低谷，但“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

历程中却是最为开拓勇敢和野蛮成长的一种模式，

它代表了最早期的私人资本创业路径，可以说是最

纯粹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以致于“温州模式”一

度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温州模式”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三条主线：小

商品—专业市场—市场网络、特色产业—块状经济

—强镇重镇、从温州人—温州精神—温州企业家，

这三条主线形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三大优势，即经

营的优势、块状经济的优势和企业家群体的优势。

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能够实现由贫穷到总

体小康的跨越提升，主要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

展，民营经济是推动温州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力

量。目前，温州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

别高于浙江和全国15%和30%，民营企业数量、工

业产值、上缴税收、外贸出口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全

市的99.5%、95.5%、80%、90%和93%，全市拥有

民营企业20多万家，10家温企入围“2017年度浙江

省民营企业百强”（见表 3），温州新时代“两个健

康”先行区的建设更是将温州的民营经济推向一个

全所未有的高度。“温州模式”的发展规律告诉我

们，“温州模式”在不断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

了“民办、民营、民有、民享、民富”的鲜明特

色，成为我国民营经济最为生动的样本和经验。

（二）政治价值：“温州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

的伟大实践

“温州模式”的第二个价值是政治价值。“温州

模式”的精髓是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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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

不发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温州模式”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其身上必然打有深

深的时代烙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个体经

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1]，可以说“温

州模式”对于个体经济的发展和自由市场的探索，

极大地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是非常契合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的。

200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就曾指

出，温州的实践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充分

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

正确，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正

确。201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同志在温

州考察时也表示，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发祥

地，温州的改革发展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他们的话

表2 我国四大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对比情况

经济模式

温州模式

吴川模式

苏南模式

晋江模式

地区

浙江温
州地区

广东湛
江地区

江苏苏
南地区

福建泉
州地区

特点

以市场和民营企业为主导，通过家庭工业
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
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个体、私营、联营、股份合作等经济形式
并驾齐驱，形成“镇办、村办、个体办、
联户办”的发展格局。

农民在乡镇政府主导下发展乡镇企业，乡
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

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
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的经济格局。

现状

2018年温州市GDP为6 006亿元，位列浙江省第3，全国第35；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温州地区的乐清、瑞安常年位列
全国前50。“温州模式”历经辉煌和低谷，正处于恢复期。

2018年湛江市GDP为3 012亿元，位列广东省第8，全国第81；2018年吴川市GDP为282亿元，在湛江市各县（市）
区仅排第8，与全国县域强市（县）差距明显。“吴川模
式”已经没落多年。
2018年苏南地区各城市GDP分别为：苏州18 597亿元（全国
第7）、无锡11 438亿元（全国第14）、常州7 050亿元（全国
第29）；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
太仓、宜兴常年位居全国前10。“苏南模式”蓬勃发展。
2018年泉州市GDP为8 467亿元，位列福建省第1，全国第19；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晋江常年位列全国前10，泉州地
区的石狮、南安、惠安也都常年位列全国百强。“晋江模
式”发展水平较高。

数据来源：根据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整理而成

表3 入围“2017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温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
名称

青山
控股

正泰
集团

德力西
集团

人民
电器

华峰
集团
森马
集团
华仪
集团
奥康
集团
人本
集团
致远
控股

销售总
额/亿元

1 615.88

601.77

525.89
403.40
322.64
261.28
221.54
195.30
160.40
138.02

“百强”
排名

3

19

20
24
33
37
50
56
72
93

企业简介

成立于1992年，主业为不锈钢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包括对外投资、制造、销
售、仓储、进出口业务，不锈钢粗钢产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始创于1984年，起步于低压电器产业，主业覆盖电力设备全产业链，是亚洲最大的低压电
器生产企业。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被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成立于1991年，以生产高中低压电器、输变配电气和工业自动化控股电器为主，助力“神
舟”、“嫦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

成立于1996年，以智慧电网为产业核心，横跨产业新城、新能源、微波通讯、电商平台等
八大产业集群，是我国工业电器领域价值第一品牌。

始创于1991年，以新材料为主业，业务涉及房地产、物流、金融等，是我国最大的聚氨酯
产品生产企业。

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以虚拟经营为特色、以系列休闲服饰为主导产业的无区域集团。

始创于1996年，以高压电器为主业，业务涉及低压电器、风力发电、房地产、化工等行
业。

成立于1997年，以制鞋为主业，涉足商业地产、生物制品、金融投资等领域。

成立于1991年，主业涵盖轴承业、商业超市、机电贸易等，是我国最大的轴承生产企业之
一。
成立于1995年，主业包括对实业、房地产的投资以及机械加工销售、废旧金属回收、进出
口贸易等。

数据来源：浙江省工商局、省工商联、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联合发布的《“2017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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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证明了无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是全面深入

改革的当下，“温州模式”都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温州模式”的形成历史也进一步告诉我们，“温州

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探

索，是四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伟大实践。

（三）文化价值：“温州模式”是温州劳动人民

的智慧结晶

“温州模式”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是显性

的，是被许多学者多次研究和论证的，而其文化价

值往往被忽视。其实，“温州模式”区别于其他模

式的一大优势是温州文化和温州精神。所谓温州文

化，是指在由永嘉文化、海洋文化、乡村文化等结

合而成的具有温州特性的综合性地域文化，它既蕴

含了永嘉文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义利并

举”，又兼具有海洋文化的开放性与乡村文化的封

闭性，既敢为人先、勇于闯荡又有着浓厚的家族意

识和人情意识 [12]。所谓温州精神，是指白手起家、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

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和敢于创

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13]。

经济模式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模

式，任何经济模式都是在文化中存在与发展的 [14]，

文化和精神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发展是具

有能动的反作用的，“温州模式”也不例外。俗话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温州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决

定了温州的人文精神，形成了以永嘉文化、海洋文

化、乡村文化为主线的文化形态和以“创业、自

主、开拓、创造”为核心的精神风貌，这样的人文

精神对温州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无可

替代的重要影响，是“温州模式”诞生和发展的内

在根源。可以说“温州模式”正是在温州文化与温

州精神的涵养和孕育中形成的，同时，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的“温州模式”又不断丰富着温州文化与

温州精神的内涵，“温州模式”与温州文化、温州

精神密不可分。

2012年，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李强同

志在世界温州人大会上指出，温州要充分发挥温州

人的优势，弘扬温州人精神。2017年，时任浙江省

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的周江勇同志也曾分别从文

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温州文化的自信和自醒、文

化视角下“温州模式”再出发等三个层面来阐述

“温州模式”和温州的人文精神的关系。2018 年，

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在接受新华社

专访时也再次强调，要不断丰富“温州模式”的新

内涵，就要挖掘弘扬温州优秀文化，大力推进文化

温州建设。他们的话充分说明了温州文化和温州精

神对于“温州模式”发展的重要性，“温州模式”

的内在逻辑也进一步告诉我们，温州文化和温州精

神是广大的温州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

中形成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是“温州模式”区

别于其他经济社会模式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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